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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生态资源转化为社会福利、人类福祉的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是

提升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文章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分区，运用考虑非

期望产出的两阶段动态网络 SBM—DEA 模型，对中国 2011—2020 年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生

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观测期内我国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815，整体上未能

实现 DEA 有效。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强东次，西低，东北最弱”的格局。除

东北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变异系数总体呈增长态势，只有东北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

表现出了σ收敛。在空间相关性上，研究区各单位呈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正空间

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生态福利绩效的高低与生态—经济的转化效率有着必然联系。

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单位生态消耗的经济产出，可提升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

平。生态福利绩效存在着空间聚集现象。为此，各地区之间应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应对生态

资源的消耗利用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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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坚持可持续

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生态污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和生态退化问题日益显著，逐

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1]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高效利用是影响国家

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2]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增长、

社会福祉和国际地位。因此，走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乃至全球的必然选择。然而，独

立的生态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福祉并不能很好的衡量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3]

此时，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出弥补了传统用经济增长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局限性，能更全面

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

本文的意义在于引入联结变量和结转变量，[5]通过优化生态福利绩效的投入产出指标体

系，来更科学的测算生态福利绩效值，[6]更真实的反映中国各地区生态福利水平。使用空间

计量学的方法探索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7]丰富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成

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8]。可持续发展

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效

率等方面的指标。这为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动力。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测

量方法，直到 Rees 提出了生态足迹[9]的概念后，才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应用。随着人类对

生态环境危机的认识不断加深，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但目

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4]

目前，对于生态福利绩效的测算，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比例算法，即用社会福利指

标除以生态消耗指标，得到生态福利绩效指数。如 Verhofstadt 用生态足迹与个人主观幸福

感的比值来衡量生态福利绩效。[10]诸大建等人利用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态消耗（EC）



的比值来测算生态福利绩效。[11,12]Yew-Kwang 使用平均幸福生活年数（HLY）与人均生态

足迹的比值来衡量生态福利绩效。[13]另一类是非比例算法，如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数据包

络分析、回归残差等方法。Dietz 等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测算生态福利绩效水平。[14]肖黎

明等利用改进的 SFA 方法测度了 2004—2017 年黄河流域 79 个地市以及 2004—2015 年 30
个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值。[15,16]邓远建[17]、龙亮军[18,19]、东梅[20]等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以生态资源的多投入和社会福利的多产出对中国省、市区层面的生态福利绩效进

行测算。

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在国内于 2008 年首次被学者诸大建[21]引出，他指出生态福利绩效

是指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并提出使用 DEA 方法研究省、市层面生态福利绩效

的可行性。[12]龙亮军采用 PCA—DEA 组合方法对我国“十二五”期间的 35 个主要城市的

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算和评价，得出了三大区域“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基

本结论。[18]我国学者邓远建利用 Super-SBM 模型对 2004—2017 年全国 29 个省级行政单位

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算，发现研究期内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呈“波动上升—持续下

降—波动下降”的态势，空间上呈“东强—中次—西弱”的格局，[17]支持了以上结论。

近年来，生态福利绩效指标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相比于传统的基于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

的分析方法，该指标在时空演变趋势方面的研究较少见。然而，从时空角度所提供的信息对

于提升各省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往往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22]

本文拟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拓展和区别于以往研究。首先，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两阶段动态网络 DEA 模型，分别测算出 2011—2020 年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生态福利转

化两个阶段的效率值及平均效率，并分为“十二五”和“十三五”两个历史阶段、“生态—

经济”“经济—福利”两个转化阶段，在全国、地区及省级层面进行综合全面的对比分析总

结。其次，利用变异系数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σ收敛检验，并利用莫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

检验，揭示生态福利绩效在空间上的聚集情况，探寻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的规律。最

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非期望动态网络 DEA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一种基于被评价对象间相对比较的

非参数技术效率分析方法，是由美国的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 3 人于 1978 年首次提出

的。[23]由于 DEA 模型具有适用范围广、原理相对简单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传统的 DEA 模型只是基于径向角度进行测量，仅从投入和产出角度考虑效率问题，[24]

缺少对松弛变量的考量，导致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鉴于此，Tone 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2 年提出 SBM 模型[25]、Super-SBM 模型[26]，解决了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和决策单元

的排序问题。本文调整了 Tone 和 Tsutsui 的非期望动态网络 DEA 模型，[27]参考龙亮军城市

生态福利绩效两阶段的划分方法，[28]将我国生态福利绩效分为生态经济转化和经济福利转

化两个阶段，具体转化过程见图 1。



图 1 生态福利绩效两个转化阶段

其中，生态经济转化阶段投入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人均用水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产

出变量人均废水排放、人均废气排放和人均固废排放（非期望产出）。人均 GDP（期望产

出）作为与第二阶段的联结变量（Link），第二阶段投入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产出为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结转变量（Carry-over）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该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动态网络 DEA 模型的内在逻辑是：假设有 n个 DMU（j=1，…，n），
每个 DMU有 k个分区（k=1，…，k）和 T个时间周期（t＝1，…，t）。每个 DMU在一个

时间段 t内有一组投入和一组产出，并有结转变量投入到下一个时间段 t+1。
原理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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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x表示投入，y表示产出；z表示结转变量；mk表示第 k阶段的投入个数；vk
表示第 k阶段的产出个数；（k，h）表示从阶段 k到阶段 h的连接；wt表示 t时期的权重；

wk表示 k阶段的权重；λk表示 k阶段的模型权重；sgk和 sbk分别表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当�0
∗ = 1 时，表示该 DMU整体上 DEA 有效，否则无效。

（二）收敛性检验方法

检验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是否存在收敛，本文将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σ收敛性检验。若生

态福利绩效水平σ收敛则表明各地区绩效水平的差异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小。一般用 Theil
指数[29]、变异系数[30]和标准差[31]。本文使用变异系数进行σ收敛检验。公式如式（2）所示。

 2

1

1 jN

ji j
ij

j
j

EWP EWP
N

EWP









(2)

式（4）中，EWPji表示研究区域 j内第 i个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值，EWPj表示区域

j内各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均值，Nj表示区域 j内省份个数。



（三）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集合中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部空间自

相关检验（全局 Moran 指数、局部 Moran 指数）分析研究区内生态福利水平的空间相关性。
[32]

（1）全局 Moran’s I指数

Moran’s I指数是澳大利亚统计学家帕特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尔斯·莫兰于 1950 年提

出。Moran’s I指数（莫兰指数）是研究空间关系的一种相关系数值，本文利用 Moran’s I指
数研究我国 30 个省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之间是否具有空间相关关系。Moran 指数通常分为

两种，分别是全局 Moran’s I指数和局部 Moran’s I指数。全局 Moran’s I指数用于分析整体

上是否存在空间相关关系，公式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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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绩效水平值，n为省份个数，wij为省份 i和省份 j之间的空间权重值。Moran's I取值范

围是[-1,1]，当值大于 0 时，表示数据呈现空间正相关，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 I
小于 0 时，表示数据呈现空间负相关，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Moran's I为 0 时，空间呈随

机性。[17]

（2）局部 Moran’s I指数

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由卢卡·安瑟林于 1995 年提出。若全局 Moran 指

数显著，即可认为该区域存在空间相关性，但局部 Moran 指数可以呈现哪个区域存在着聚

集或者异常。公式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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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Ii 代 表 第 i 个 地 区 的 局 部 莫 兰 指 数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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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i和省份 j之间的空间权重值。

四、指标与数据

（一）指标体系

在选择投入和产出变量时，遵循了相关性、可观察性和易于分析的原则，并参考了诸大

建[12]、龙亮军[28]的指标选择方法。本文选择资源消耗作为第一阶段生态投入的指标，其中

资源消耗包括能源消耗、土地消耗和水资源消耗，分别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标准煤）、人均

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用水量来衡量。第一阶段生态经济转化阶段非期望产出为污染排放包括

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和固体废弃物排放[33]，期望产出人均生产总值作为与第二阶段的联结

变量。



第二阶段经济福利转化阶段，投入指标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生态

投入的根本目的。因此，本文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
中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健康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指标进行量化评估。[34]

经济福利转化阶段具体产出指标由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额构成。其中，人均生产总值作为两阶段网络 DEA 模型的联结变量，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额作为结转变量。联结变量和结转变量的设置使 DEA 模型能更好的还原现实，效

率值测算更准确。[35]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非期望动态网络 DEA 模型的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指标 资源消耗

能源消耗 人均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土地消耗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

水资源消耗 人均用水量/立方米

财政投入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元

产出指标

污染排放

废水排放 人均废水排放/吨

废气排放 人均废气排放/吨

固废排放 人均固废排放/吨

福利产出/福利水平 客观福利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人均预期寿命/年

联结变量 经济发展 GDP 产出 人均 GDP/元

结转变量 资产积累 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西藏自治区外的 30 个省级行

政单位。选取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数据统计的滞后性，原始数据

来自 2012—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级统计

年鉴、公报，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内插法、外推法得到。

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人均指标均以当年年末常住人口处理得出。人均 GDP、固定资

产投资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均利用相关价格指数以 2011 年为基年进行不变价处理。各省

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2010、2020 年数据，中间年份按照自然增长率补齐。平均受教育年限

参照《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13》中的公式计算得到，计算如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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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代表各学历段人口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准煤 300 3.793 1.860 1.549 11.292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300 40.519 17.743 14.850 123.270

人均用水量 立方米 300 500.524 413.385 161.200 2657.400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元 300 9114.717 3974.057 4490.878 21442.761

人均废水排放 吨 300 0.015 0.009 0.002 0.048

人均废气排放 吨 300 0.037 0.030 0.004 0.167

人均固废排放 吨 300 3.501 4.696 0.190 27.443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300 9.744 0.744 8.415 12.938



人均预期寿命 年 300 76.775 2.348 69.988 82.550

人均 GDP 元 300 56511.630 26243.499 16413.000 138827.009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元 300 24393.175 8611.327 11323.325 57000.502

五、生态福利绩效评价

（一）我国各地区生态福利整体绩效水平分析

本文将首先运用基于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动态网络 DEA 模型，

使用 MaxDEA8.0 软件，打开“黑箱”进行效率评价，测算出了我国四大地区 30 个省级行

政单位 2011—2020 年生态福利的整体绩效水平，如表 3 所示。

从整体来看，2011—2020 年我国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815，整体非 DEA 有效。

2011—2020 年十年中，东部地区中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效率值小

于 1，未能实现 DEA 有效，只有北京、天津和海南实现了 DEA 有效；东北地区生态福利效

率均值 0.605，未能实现 DEA 有效；中部地区整体绩效均值为 0.951，其中只有河南一省实

现了 DEA 有效，令人注意的是，山西、湖南两省绩效均值为 0.993 和 0.992，已非常接近

DEA 有效；西部地区整体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 0.719，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省实现了

DEA 有效。

表 3 2011—2020 年我国生态福利整体绩效水平

地区 省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均值

东部

地区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天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河北 0.770 0.779 0.791 0.777 0.810 0.775 0.781 0.992 0.973 0.974 0.842

上海 1.000 0.750 0.74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50

江苏 0.706 0.709 0.676 0.679 0.683 0.662 0.644 0.608 0.630 0.663 0.666

浙江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31 1.000 0.993

福建 0.855 0.781 0.754 0.788 0.779 0.746 0.724 0.698 0.717 0.720 0.756

山东 0.834 0.832 0.856 0.817 0.806 0.801 1.000 1.000 0.830 0.786 0.856

广东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70 1.000 0.839 0.958 0.967

海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东北

地区

辽宁 0.567 0.625 0.636 0.616 0.560 0.591 0.570 0.561 0.539 0.548 0.581

吉林 0.630 0.613 0.640 0.606 0.580 0.603 0.582 0.583 0.580 0.579 0.599

黑龙江 0.681 0.649 0.684 0.657 0.637 0.637 0.600 0.594 0.626 0.563 0.633

中部

地区

山西 0.984 1.000 0.95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3

安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57 1.000 0.826 0.978

江西 1.000 0.986 1.000 0.968 0.974 0.958 0.952 0.943 0.944 0.729 0.945

河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湖北 0.826 0.815 0.833 0.816 0.850 0.818 0.774 0.771 0.745 0.748 0.800

湖南 0.95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63 0.992

西部

地区

内蒙古 0.360 0.332 0.317 0.301 0.373 0.419 0.384 0.381 0.417 0.365 0.365

广西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重庆 0.856 0.806 0.800 0.807 0.792 0.788 0.787 0.802 0.803 0.793 0.804

四川 0.940 1.000 0.936 0.930 0.943 0.934 0.933 0.891 0.936 0.934 0.938

贵州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云南 0.958 0.961 0.952 0.946 0.966 0.970 0.969 0.973 0.987 0.963 0.964



陕西 0.838 0.847 0.848 0.833 0.821 0.727 0.681 0.723 0.694 0.929 0.794

甘肃 0.817 0.819 0.809 0.781 0.78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01

青海 0.323 0.333 0.310 0.300 0.293 0.282 0.286 0.296 0.288 0.300 0.301

宁夏 0.306 0.311 0.317 0.304 0.352 0.355 0.350 0.307 0.309 0.351 0.326

新疆 0.640 0.624 0.533 0.357 0.605 0.430 0.600 0.599 0.355 0.367 0.511

均值
a

0.916 0.885 0.883 0.906 0.908 0.898 0.902 0.930 0.892 0.910 0.903

均值
b

0.626 0.629 0.653 0.626 0.592 0.610 0.584 0.579 0.582 0.563 0.605

均值
c

0.961 0.967 0.964 0.964 0.971 0.963 0.954 0.945 0.948 0.878 0.951

均值
d

0.731 0.730 0.711 0.687 0.721 0.719 0.726 0.725 0.708 0.727 0.719

全国均值 0.828 0.819 0.813 0.809 0.820 0.817 0.816 0.823 0.805 0.802 0.815

注：均值 a 是指东部 10 省十年整体效率的平均值；均值 b 是指东北 3 省十年整体效率的平均值；均值

c是指中部 6 省十年各年整体效率的平均值；均值 d是指西部 11 省十年整体效率的平均值。

为更好地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析各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变化趋势，由表 3 生成图 3，
来展现四大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均值的变化趋势。由图 3 可知，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出

了“中强东次，西低，东北最弱”的格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但其生态福利绩效

却低于经济发展不如东部地区的中部地区，说明生态福利绩效并不与经济水平有绝对的关联。

2011—2019 年中部地区高于其他三个地区，效率值最高。2020 年东部地区赶超中部地区，

达到同时间最高效率值。就变化趋势来看，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皆呈

下降趋势，绩效均值分别从 2011 年的 0.916、0.626、0.961 和 0.828 下降到 2020 年的 0.910、
0.563、0.878 和 0.727，降幅分别为 0.70%、9.98%、8.72%和 0.43%。

图 2 我国四大地区 2011—2020 年生态福利整体效率变化情况

（二）我国各地区生态福利分阶段绩效水平分析

表 4 展示了 2011—2020 年（“十二五”时期）和 2016—2020 年（“十三五”时期）我

国生态福利两阶段效率值（Ⅰ表示第一阶段生态经济转化阶段，Ⅱ表示第二阶段经济福利转

化阶段）。

总的来说，从分阶段效率来看，“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生态经济转化阶段效率

值都明显低于经济福利转化阶段，说明生态经济转化阶段效率值偏低是导致生态福利整体绩

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由表 4 可知，“十二五”时期，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海南，中部地区

有安徽、河南，西部地区有广西、贵州，共九省份实现了生态经济转化和经济福利转化两阶

段 DEA 有效。说明大多数省份未能实现生态、经济和福利三者协调发展。山西、江西、湖

南、重庆、四川和云南六省在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实现了 DEA 有效，而在经济福利转化阶段

未能实现 DEA 有效，说明该六省在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工作做得较好，但经济福利的转化与



生态经济的转化不平衡，该六省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可以放在经济福利的转化上。上海、山东、

湖北和甘肃四省在第二阶段效率值为 1，实现了 DEA 有效，但第一阶段效率值小于 1，未

能实现 DEA 有效。说明该四省生态效率偏低，但经济福利的转化相对较好，这些地区应重

点提高生态—经济的转化效率，在资源投入上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表 4 2011—2020 年我国生态福利分阶段绩效水平

“十二五” “十三五”

地区 省份 均值Ⅰ 均值Ⅱ 均值Ⅰ 均值Ⅱ

东部地区

北京 1.000 1.000 1.000 1.000

··· ··· ··· ··· ···

海南 1.000 1.000 1.000 1.000

东北地区

辽宁 0.392 0.810 0.377 0.747

吉林 0.470 0.757 0.464 0.707

黑龙江 0.362 0.961 0.332 0.876

中部地区

山西 1.000 0.974 1.000 1.000

··· ··· ··· ··· ···

湖南 1.000 0.983 1.000 0.985

西部地区

内蒙古 0.226 0.447 0.220 0.567

··· ··· ··· ··· ···

新疆 0.231 0.873 0.207 0.733

均值

东部地区 0.833 0.966 0.846 0.967

东北地区 0.408 0.843 0.391 0.777

中部地区 0.943 0.988 0.896 0.980

西部地区 0.688 0.744 0.697 0.745

全国 0.759 0.877 0.756 0.869

注：均值Ⅰ是指“十二五”时期各省第一阶段效率的平均值；均值Ⅱ是指各省第二阶段效率的平均值。

由于篇幅原因，未展示数据可向笔者联系提供。

“十三五”时期，仅有 9 个省份在生态经济转化和经济福利转化两个阶段的数据包络分

析(DEA)中均实现了有效性，大多数省份未能实现生态、经济和福利三者协调发展。具体而

言，湖南、重庆和云南 3 省在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实现了 DEA 有效，但在经济福利转化阶段

未能实现 DEA 有效。另外，浙江、山东、广东、安徽和湖北 5 个省份在第二阶段的效率值

为 1，实现了 DEA 有效，但第一阶段的效率值小于 1，未能实现 DEA 有效。这表明这 5 个

省份的生态效率偏低，但经济福利的转化相对较好。因此，这些地区应重点提高生态经济的

转化效率，实行资源投入的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六、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检验及空间相关性检验

上节已对我国四大地区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分析，重点是对

各地区和两大时期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静态对比和变化趋势分析。但各省份之间生态福利绩

效的内部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吗？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σ收敛对全国以及东

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收敛性检验。

（一）σ收敛检验

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来检验生态福利绩效的σ收敛特征。从图 3 可以看出，全国整体的变

化趋势与西部地区极为相似，全国整体和西部地区在 2014 年达到观测期内最大值。东部地

区观测期内的变异系数相对稳定；中部地区变异系数基本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从演变过程来

看，除东北地区外，全国整体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都在波动上升。中部地区



的变异系数上升最为明显，从 0.07 上升为 0.143，涨幅为 101.9%；其次是东部地区，涨幅

为 16.8%；西部地区涨幅为 11.8%；东北地区的变异系数下降了 69.7%。由此可见，除东北

地区外，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全国整体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说明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生态福利绩效差距随时间的变化而越来越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较

小，但差距增长幅度是最大的；东北地区变异系数最小，下降幅度最大，表明内部差异最小，

生态福利绩效表现出了σ收敛。

图 3 我国四大地区 2011—2020 年生态福利绩效变异系数演变趋势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将 2011—2020年 30个研究区的生态福利绩效作为观测指标，应用ArcGIS和GeoDa
软件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对 2011—2020 年 30 个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集聚程度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5 所示。除 2017 年通过 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余年份均通过了 1%水平下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似的地区存在着空间聚集的现象。

表 5 2011—2020 年生态福利绩效 Moran’s Ⅰ指数

Tab.1 Ecological Welfare Performance Moran's I 2011-2020

Moran's Ⅰ指数 z 值 Moran's Ⅰ指数 z 值

2011 0.414*** 3.759 2016 0.295*** 2.718

2012 0.389*** 3.537 2017 0.277** 2.571

2013 0.401*** 3.635 2018 0.295*** 2.715

2014 0.428*** 3.941 2019 0.290*** 2.671

2015 0.440*** 3.920 2020 0.286*** 2.629

注：**、***分别表示在 5%、1%的水平下显著。

另外，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意味着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高的省份趋于集中形成高

—高值聚集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低的省份趋于集中形成低—低值聚集区。自 2011—2020
年，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2012—2015 年随着地区间交流日益密切，生态福利绩效的空

间相关性逐渐加强，2015 年莫兰指数为 0.440，达到峰值。2018—2020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进

入新常态，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产业转型的推动。经济发展逐渐从过去的要素和投

资驱动模式转向了创新驱动发展。各省产业结构的转变其生态福利绩效出现了分化现象。莫

兰指数从 2011 年的 0.414 下降到 2020 年的 0.285，表明我国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自

相关程度呈现出减弱的态势，聚集现象愈发不显著。

观测期内全局莫兰指数的显著证实了研究区内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为继

续研究哪些省份存在空间聚集现象，需进行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通过 Lisa 聚集图的生成，

汇总了高—高值聚集区、高—低值离群区、低—低值聚集区和低—高值离群区的省份，如表

6 所示。



表 6 局部莫兰 Lisa 聚集图汇总

HH HL LL LH

2011 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 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2012 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 甘肃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福建

2013 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 甘肃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福建

2014 广西 甘肃、吉林、黑龙江

2015 广西、贵州、湖南、江西 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 福建

2016 广西 甘肃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

2017 甘肃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江苏

2018 广西 甘肃 黑龙江、吉林

2019 甘肃 吉林

2020 广西 甘肃 黑龙江、吉林

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在 2011—2013 年位于高—高值聚集区，说明该四省自身生态

福利绩效水平较高，且对周边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广西

在 2011—2020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位于高高值聚集区，说明其对周边省份具有较强和较稳

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低值聚集现

象，说明我国东北部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普遍偏低，绩效水平的还有待于提高。大多数

年份甘肃自身的绩效水平相对较高，但周边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较低，自身处于孤立无

援地位，缺乏对邻近地区的辐射带动。2012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福建省毗邻高绩效水平省

份，但自身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偏低，没有受到正向的辐射效应，关键在于加快学习邻近的高

值区发展经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七、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动态 SBM—DEA 模型测算我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

2011—2020 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并运用经典收敛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

（1）观测期内，我国生态福利绩效从 2011 年的 0.828 下降到 2020 年的 0.802。十年绩

效均值为 0.815，说明整体上未能实现 DEA 有效。

（2）分阶段来看，观测期内经济福利转化阶段效率均值为 0.873，生态经济转化阶段效

率均值为 0.758，说明我国经济—福利的转化效率优于生态消耗—经济增长的转化效率。

（3）分地区来看，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强东次，西低，东北最弱”的

格局。

（4）对全国以及四大地区进行σ收敛检验，发现只有东北地区的生态福利绩效表现出了

σ收敛，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不存在σ收敛。

（5）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

表明，研究区内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似的地区存在着空间聚集的现象，但全局莫兰指数呈下

降趋势，这表明各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趋于分散，绩效差距趋小。

（6）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对周边省份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且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最强最稳定。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资源节约，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和个人节约用水、用

电、用气等各种资源，推广低碳、环保、节能技术和产品，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生态资源利



用效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等措施，减

少对土地、水、能源等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消耗的相对脱钩或

绝对脱钩。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实施治理、保护、重点

监管等措施，防治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恢复退化生态系统，提升

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等生态指标，增加单位生态资源的福利产出效率。

（3）促进福利最大化转型。通过改善民生保障、扩大公共服务，增加绿色消费，保障

公平正义等措施，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健康水平、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等多方面的福

利水平。

（4）提高环保教育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环保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

素质，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

（5）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规范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绿色转型

发展。通过建立健全排污许可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激励各类市场主体

减少生态资源消耗，提高生态福利绩效。

最后，笔者认为各省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分享经验和技术，共同应对生态资源的

消耗利用问题，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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